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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英与当代村寨歌舞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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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至今近４０年是中国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语境的变化让各文化事项

的组织结构经过了解构、重构等历程。村寨 “神圣艺术”“日常艺术”和 “文化表演”的界限逐渐模糊，

在政府、民族精英与民众等各方力量共谋的过程中，民族精英成为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交融的重要一环，

在不悖民众对民族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 “适应需求”，其选择、行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民族村寨歌舞乐

的传承、变异及其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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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承早期 “歌舞乐”的功能指向，当下民族

歌舞乐是一种具有维护文化特征、促进民众交流与

获得身份认同等功能的文化符号，是各地区重要的

文化表征，在神圣与世俗之间被生动地表述着。

“如果我们想获得输入艺术品的深层意义，而非满

足于所提供给我们的零星片段，就有必要认识到，

我们需要试着合零为整，构想艺术语境及其文化语

境。”［１］随着全球化发展与 “祛魅化时代”的到来，

歌舞乐逐渐从神坛走到世俗，歌舞乐被细化，被更

多不同身份的人群所掌握，根据时代的需求，传

承、传播、创新，使其产生更为丰富的形态与

功能。

本文所说的歌舞乐指涉 “神圣艺术”“日常艺

术”和 “文化表演”。不同的语境造成了表演和文

本的复杂性，虽然变异性是民间文艺的主要特征，

但在民族精英把控力度不断增强的今天，个体的即

兴与创造性加快了当下村寨 “歌舞乐”表演变异的

速度。

政府、民族精英和民众在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中，均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一个村寨或一个民族

的歌舞乐发展进行了施力，涉及歌舞乐的传承、传

播，甚至拼贴、创新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至今，



是中国社会变革的４０年，是众多少数民族传统节
日 （艺术）恢复、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对田野点

代表性民族歌舞乐近 ４０年发展历史的梳理之后，
我们看到多方力量的博弈、共谋，无论是政府—民

族精英—民众的自上而下还是民众—民族精英—政

府自下而上的作用，民族精英都处于一个中心地

位，联结着其他两股力量，在民族或地方歌舞乐发

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这一研究的缘起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至今
近４０年民族节日的复兴有着密切的联系，田野点
选择在一座以云南汉文化为主体的边境城市———腾

冲。自１９８０年代开始，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挖掘与
利用成为当地政府打造城市文化的重要方式。具有

独特民族风情的傈僳族首当其冲成为文化扶持的对

象，而其他少数民族，如阿昌族、傣族等也在政府

干预之下，恢复、发展其民族歌舞乐。当地基层文

艺工作者都从事过本土各少数民族歌舞乐的恢复、

辅导、创新性编排、传播与交流等工作。在这样的

社会文化氛围中，政府、民族精英、民众等各方力

量在民族文化挖掘与利用过程中都产生着积极作

用，使民族文化自觉逐渐形成与确定。本文中关于

民族精英地位的表述，建立于多年来笔者对腾冲地

区傈僳族歌舞乐恢复与发展、回族歌舞乐从无到

有，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歌舞乐发展情况的 “亲历”

基础之上，以学人的眼光重新来审读那些笔者

“习以为常”的文化事项，选取极具代表性的民族

精英为研究个案进行描述，将论题放置于具象的地

域特征、文化内因外力的背景之下进行研讨。

“精英”是指具有一定影响力且能施加其影响

力，掌握社会特有资源的较为杰出的少数人。当

“精英”前面加了定语，即 “民族精英”，指的是在

本民族中，深谙民族文化，拥有一系列的能力和资

源，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民族、社会发展的人，

他们在整个民族文化变迁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２］

吉登斯在其论著 《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

大纲》中提出了 “行动者模式”理论。该理论认

为，通过时代的塑造，当代民族精英成为 “有资

格能力的行动者”，他们总能迅速适应新的社会变

迁，找到应对的方式方法，并提出自己的想法，阐

述其行为动机，并 “监控着”自己和他人的行为，

做出行动的 “反思性监控”，最后通常产生出行动

的意外结果。［３］在大量的田野调查中，我们不难看

到，正是因为民族精英面对现代文化影响的自我调

适，使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个体能动性作用日益

加强。事实上，在社会变革、民族认同和政治作用

等方面呈现出来的民族精英的能动作用，一直是民

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一个民族或一个村寨的

歌舞乐是其文化体系中重要的一环，也是民族文化

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这一载体在其所处环境产

生变化的时候，都会作出一定的应激反应。而民族

精英就是在特定条件下显现出敏锐性，先于常人作

出一定判断，改变认知、表现对新语境的适应和行

为调节，作用于村寨民族歌舞乐当中，使之 “偏

离于惯性”，逐渐形成新的发展态势。

二、个案描述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精英的界定已经超越了

传统的定义，传统民族精英中的先赋集权者 （宗族

社会中掌握一定社会资源，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拥

有权力并能够依靠宗教教义和民族习惯法来维持社

会运转的民族领袖。比如民族执行统治的土司、头

人、寨老等。）随着文化语境的改变而式微；拥有特

殊技能的获得者 （具备特殊技能，能够对社区产生

积极影响而取得一定话语权和社会地位的人群）也

同样因为特殊技能功能的弱化而不再拥有之前的掌

控力。而在当代民族社会生活中，能够融入新的社

会发展需求，体现明显的社会功能，在政治、知识

和文化领域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人群逐渐上升为现代

民族精英，他们通过自身的资源、能力及知识技术

能够左右民众的观念、对本土民族生活施加影响，

承继文化符号并形成一定的个体化特征，维护了民

族的文化秩序，对民族社会发展产生作用。［４］

探讨本文提出的问题，本文所选取的民族精英

都颇具代表性，具有历史线性发展的特征。既有传

统精英向现代精英转变的代表，也有各类现代精英

身份相互重合的代表，他们共同作用于腾冲市特定

民族区域的社会生活之中。在此，笔者以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至今近４０年为研究段落，对其知行及影
响作用做个案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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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傈僳族余氏：传统民族精英家庭的现代

转向

以典型家庭为研究对象，家庭成员个人成长史

与民族村寨发展相互对应，其历史记忆、心理诉求

及具体行为，都反映出不同时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关系、个体能动性表现，较为清晰地呈现出一条村

寨歌舞乐传承、发展脉络。

腾冲市中和镇辖１１个行政村，１６４个村民小
组，共９９７７户。其中，桃树河村位于中和镇政府
西部，距镇政府驻地２０ｋｍ左右，共有７５户３５０
人，全部为傈僳族。面积 １３７ｋｍ２，年平均温度
１７℃，年降水总量１９２０ｍｍ。① 常年气候温凉，雨
量丰沛，生态环境优美，是颇具特色的民族村寨。

中和镇的傈僳族居住区域集中，调查发现，７５户
均有亲缘关系，其民族文化的承继与家族发展紧密

交织，研究村落族谱成为该地区田野作业的重点。

余氏家族人丁兴旺，以村民 ＹＳＬ② 为例，其下
有６个儿子、１个女儿、３个孙男孙女。ＹＳＬ从祖
辈开始，就具备特殊才能技艺，后辈继续承继民族

特殊才能技艺，并逐步掌握现代知识，使其家族成

员获得了民族内部行动的话语权。对余氏家族谱系

的梳理后发现，其话语权的产生由以下因素决定：

一是民族文化事项的一脉相承，具有神秘力量的

“香通”③ 身份的隔代相传与民族音乐舞蹈才能的

家族承继；二是作为传统民族精英的年长的家庭成

员，保护与传承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例如作为刀

杆节组织人的 ＹＳＬ和作为香通的 ＹＺＣ；三是年轻
一代家庭成员成为现代知识精英当仁不让地在传承

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思考与创新，例如作为创作

型民间歌手的 ＹＺＭ等人在各地的展演、交流、创
作活动和以傈僳族研究学会为平台对本民族文化产

生个体能动性的 ＹＺＦ等人。随着不同地区文化、
经济交流的加强，他们的影响力突破地域的限制，

在傈僳族不同地区都具备一定的话语权。

现在，桃树河村在政府的扶持下，从高山地区

迁移到坝区，形成了新兴的傈僳族文化村。而余氏

家族不仅承担了该区域傈僳族村寨节日、日常歌舞

乐的组织任务，还凭借着良好的创作能力和演唱功

底自发组建民族演唱组合，多次参加省市级演唱比

赛。在取得一定成果后，进一步成为全市傈僳族歌

舞乐展演 （包括仪式中的展演与表演性展演）的

主力，对腾冲地区傈僳族歌舞乐展演发展产生了积

极影响。

２０１４年水城刀杆节节日展演文艺组艺术总监

ＹＺＭ在访谈中说：“这次由我来负责这个活动，这

些年我参加了周边好几个民族的节日，学到了很

多。以前我们上刀山下火海太单一，我这次就选了

‘万人大嘎’这个方案来实施。头一天 ‘下火海’

的时候要有剧情表演，我们就组织了一场迎宾晚

会。第二天是重要的上刀山，各地的傈僳族都来，

我就组织大家围绕着刀杆跳起来——— ‘万人大

嘎’。我们的意思就是各地方的各民族都参与进

来，虽然没有万人，但是就想表达出民族团结的

感觉。”

ＹＺＭ还说：“我受到了景颇族 ‘目瑙纵歌节’

万人一起跳舞的影响。广场上的目瑙示栋也给了我

启发。傈僳族崇尚弩和刀，我把他们和景颇族示栋

等同起来。大嘎也设计了线路，顺着线路走更有秩

序。这个方案也和其他人商量了，他们都说要这么

做，会更隆重更热闹。”

ＹＺＭ是现代民族精英的典型代表，其个人的

选择直接影响着现代节日的仪式实践。迎宾晚会、

下火海的剧情和万人团结大嘎作为新的节日仪式加

入，无疑丰富了村寨歌舞乐的内容形式，推动了民

族歌舞的发展，是民族的内部需求和多元文化传播

下民众的心理表达。ＹＺＭ对歌舞乐展演、背景音

乐的现代编创以及将弩作为象征符号进行推崇，是

其受到其他民族节日文化影响后现代精英进行的

“再生产”行动，也是其个体性创造的充分表现。

（二）傈僳族李氏与麻氏：歌舞乐传承方式的

改变

民族艺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包括家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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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通：傈僳语 “尼帕”，傈僳族中具有一定神秘力量的巫师。



承、师徒传承、活态传承等。现代传播场景、工具

的改变逐渐打破了各传承方式的界限，新的传承方

式不断被讨论与实践。本节选取了家庭代系传承与

校园现代 “师徒制”两种传承方式进行比较分析，

笔者看到在歌舞乐的现代传承中，同一地区传统的

传承方式与现代传承方式并存，民族精英的责任与

担当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明光镇位于腾冲市北部，面积６９８ｋｍ２，东西
相距１２８ｋｍ，南北相距５４４ｋｍ，是腾冲市的三
个边境口岸乡镇之一，边境线长 ５４３８ｋｍ，辖 ９
个社区１７１个村民小组，有傈僳、白、阿昌、景颇
等１１种少数民族。２０１７年末全镇总人口 ４０６０１
人，少数民族３６９６人，其中傈僳族２９４０人，① 聚
居在海拔１５００—２５００ｍ与缅甸接壤的姊妹山、鸡
爪山、高黎贡山的山坡台地上，主要分布在自治村

里孔必河、东河、新寨子、大笼坝等地，其他村寨

有零星分布。明光镇傈僳族歌舞乐的承继以两大传

承方式为代表，一是以 ＬＧＳ为代表的家庭传承方
式；一是以 “艺人进校园”的现代师徒传承方式，

代表人物ＭＹＣ。
ＬＧＳ，１９７０年生，１９８９年获得 “云南省首次

民族艺术节”服饰表演一等奖；１９９１年获得 “保

山市运会”团体奖；２００２年５月被云南省文化厅、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授予 “民族民间舞蹈艺人”

称号；２００６年赴上海城隍庙参加上刀杆表演……
其子ＬＳＸ亦善于三弦舞和情歌对唱，其妻是滇滩
噶头②ＹＹＪ的女儿，两大民族艺术家庭的结合强化
了家庭的艺术传承功能。

明光中心小学主要生源为傈僳族，“艺人进校

园”是明光中心小学因地制宜推行的民族民间艺

术传承方式。学校邀请傈僳族三弦能手和民间歌舞

艺人进校园授课，让学生学习传统民族歌舞乐，使

民间艺人与学生形成现代师徒关系。学校还成立了

艺术班，２０１４年７月，艺术班的孩子们走出大山，
第一次到北京央视演播厅参加了 “小荷风采”舞

蹈大赛和全国新农村少儿舞蹈大赛。

光明自治中心小学校长Ｗ在访谈中说：“我们
把这所学校定位为民族特色边境口岸学校，这里的

边民６０％都是傈僳族，所以在这个地方工作就要
传承和挖掘傈僳族的历史文化。我们只有把这些具

有民族特色和代表性的东西挖掘出来，传承巩固，

才能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怎么传

承傈僳族文化呢？就从历史悠久的歌舞开始。‘三

弦一响，脚板就痒’说明了傈僳族是一个热爱歌

舞的民族，我们便从民间请到了具有这些歌舞技能

的艺人进学校来教孩子跳舞、弹三弦。让他们学会

最基本的傈僳族歌舞。”

在田野调查中，孩子们表演了歌舞 《丝加噜

噜》（“吹着叶子跳起来”），这是一首具有现代演

绎性质的三弦歌舞，以三弦调为开端，在创作的时

候加入了现代音乐元素，除了娱乐性的舞蹈动作

外，还加入了傈僳族符号化的劳动动作，如敲核

桃、割谷子、找野菜、捉鱼等。

作为民间艺人的 ＭＹＣ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农民
画家，还是孩子们的 “民间师傅”，继承并创作民

族音乐。他说：“我制作曲子给孩子们跳，就是想

从孩子们入手，把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

近年来，关于校园的民族艺术传承功能引发学

界热议。存活于节日、人生礼俗中的音乐舞蹈通过

口耳相传、依靠血缘、地缘进行传承，这种 “活

态”的传承空间尽可能地保留了艺术的真实及其

背后的意义。但是，当 “空间”发生变化之后，

“活态”的传承方式就难以继续。相比远离乡村的

高校传习所的静态展示，村寨校园里民族精英的进

驻不是割裂的，现代的传承方式根植于本土民族文

化，发挥更大效能的同时，保护着民族文化基因。

（三）傈僳族麻氏与回族马氏：多重身份对其

影响力的加固

对于走出村寨，拥有多重身份的民族精英来

说，拥有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及其身处多元文化

背景下的经历，都让其更加具备影响本民族文化发

展的视野和能力，主观能动性与外来力量共同作

用，影响力进一步加固。

五合乡位于腾冲市东南部，东靠高黎贡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龙川江从北向南贯穿全乡，形成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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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高，中间低的 “Ｖ”字形河谷地貌。乡内海拔
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ｍ，呈典型的立体气候，适宜多种作
物生长。乡内居住着１８个民族，其中较多的少数
民族为傣族、傈僳族。

官田村高家山傈僳族聚居地是五合乡傈僳族文

化的重要传承地。高家山傈僳族人口较少，却可以

看到身着保山傈僳族绿主调服饰与腾冲蓝主调服饰

的傈僳族民众共舞的情景。高家山属于高黎贡山区

域，与龙陵、保山、怒江距离较近，区域间的联姻

方式促成了不同行政区域同一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与文化认同。

在整个自然村的艺术传承中，同样经过了中

断、复苏的过程。其中，民族精英的个人能动性发

挥到了最大作用。ＭＷＤ，１９５０年生，先后担任过
腾冲市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经济

科长、民族侨务宗教科长等职务。２００２退休后，
致力于官田汉傈友谊路 （浪轩至高家山公路）的

修建，让这个高山上的村落能够更好地与外界文化

接触。同时，他鼓励民族文化的传承，旨在树立村

寨良好风气。目前，高家山傈僳族形成了一个较为

特殊的文化传承圈，曲调古朴，器乐丰富，包括三

弦、笙、笛和口弦。

ＭＷＤ在访谈中说： “２００２年我退休回家，发
现这里的寨风道路都不尽人意。我们觉得要将寨子

的正气竖起来，首先需要强调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要改变人们的思想问题。建立一条新道路或者是盖

一间新房都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要从人的思

想入手。我们从文艺活动出发，把傈僳族文艺广泛

地进行宣传、发扬尊老爱幼的美德。宣传以后，大

家积极学习传统文艺，笛子、三弦的学习提高人们

的素养、情操，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

保山市隆阳区潞江镇ＭＧＷ因联姻定居五合乡
官田村民族小组，务农为生，在农闲时传授村民三

弦舞，组织傈僳小伙子、姑娘在寨中节日、婚庆时

跳三弦助兴，颇受欢迎。１９８５年被五合乡文化站
推荐，到腾冲猴桥胆扎、腾冲叠水河参加 “刀杆

节”表演，并多次参加地方组织的各种节日庆祝

活动。现主要在寨中进行 “三弦舞”的传承培训，

授徒６０余人，传承弘扬了该地区傈僳族的传统音

乐舞蹈。

回族ＭＴＪ，１９６１年生，１９７８年参加工作，先
后就职于花灯团、文化馆、文联，主要从事文艺调

研的组织和辅导、音乐舞蹈创作和大型文艺活动策

划等工作，曾任腾冲市音乐舞蹈家协会主席。

腾冲回族呈现出 “大杂居，小聚集”的分布特

点，散居于市区、固东镇、界头乡、芒棒乡等地。

由于种种原因，腾冲回族歌舞曾处于长期缺失的状

态，本地回族并没有歌舞的传统，但通过近３０年来
各种历史事件与 ＭＴＪ及其他回族精英的共同努力，
腾冲回族歌舞展演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

１９９４年，腾冲举办国际商贸交易节，具备基
层文艺工作者和穆斯林双重身份的 ＭＴＪ赴芒棒大
水塘村进行文艺辅导，该地区是保山市回族最大聚

集区。当时编创回族歌舞的意图受到部分阿訇的反

对，但在开明阿訇和民众的支持下，编创出舞蹈作

品 《礼仪》。次年，在保山市少数民族文艺调研

中，ＭＴＪ再次组队、编创了舞蹈 《油香甜》。在由

腾冲市民委举办的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上，回族歌舞

成为指定节目。伊斯兰协会、东门清真寺全力组

织，选拔全市回族代表参加，协会会长 ＭＺＭ、秘
书长 ＭＺＦ、阿訇 ＭＳＭ和 ＭＴＪ等回族精英协同合
作，均以其多重的身份在回族歌舞乐发展中发挥着

不同的作用。① 舞蹈 《油香甜》成为固东文艺队参

加文艺展演的代表性节目。之后，回族歌舞同傈僳

族、傣族等腾冲其他少数民族歌舞作品一起，成为

腾冲对外展示民族文化艺术的主体。２００４年，ＭＴＪ
将两次舞蹈编排过程做了总结，先后参加了云南省

首届少数民族舞蹈研讨会、全国首届回族舞蹈理论

研讨会。

２０１４年后，ＭＴＪ到界头大园子社区回族文化
村采风，偶然性的接触，进一步推动了全市各乡镇

回族积极学习本族歌舞的热情。谈到为什么要请

ＭＴＪ来村子里普及回族歌舞，回族 ＬＮ说： “我们
太需要自己的歌舞了。以前乡镇办文艺演出，我们

都去跳傣族舞、唱汉族歌，我们也希望能表演自己

民族的歌舞。为了找老师来辅导我们，我们多次到

城里找老师，但没有会跳回族舞蹈的。现在好了，

马老师带队教我们学习，以后开斋节，还有其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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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我们就可以表演自己的歌舞节目了。”

ＭＴＪ为此创作了歌舞 《色俩目》 《边城穆斯

林》 《回民家家乐》，带队到古永石头河、荷花太

平村、观音塘、云龙村等各村清真寺辅导。同时，

《边城穆斯林》在校园得到推广，纳入２０１７年腾
冲少数民族运动会开幕式特邀节目； 《回民家家

乐》２０１７年被评选为保山市优秀歌曲，被保山市
音乐家协会收录到音天网上进行推广。

上述两个案例进一步说明，具备多重身份的民

族精英能够在理解本民族同胞文化需求、审美需求

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技能以及在本族中

的声望，共同推动和促进本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与

发展。

三、力量共谋

通过对民族精英的个案描述不难看出，日益增

长的自我认同感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键。在

民族关系紧张、民族生存困顿以及文化毫无自觉性

的时候，自我认同感是难以存在的；只有在兼容并

包的文化背景下，各民族文化呈现被尊重被需要的

状态，并与经济、文化同时发展，民众心理上才能

产生出强烈的自我认同，这种自我认同又促使民族

精英发挥主观能动性。政府的干预作用、民众的心

理需求与民族精英的主观能动性相互作用，在民族

村寨歌舞乐保护、传承、传播、创新及民族歌舞乐

资源的利用方面形成多方力量的共谋态势，影响着

当下民族歌舞乐的发展。

①２０１５年，腾冲撤县设市。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腾冲诸多被中断的少数民族
歌舞乐在政府的主动干预下开始恢复。１９８１—１９８２
年，由腾冲县①民族宗教委员会、腾冲县文化馆组

队赴各傈僳族村寨与当地民众一起，举办了 “上

刀山、下火海”民族民间仪式。同时，为了配合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拍摄工作，基层文艺工作者

对当地民众进行文艺辅导，编排了歌舞 《傈僳欢

歌》。１９８６年，全县基层工作者都参与了中国少数
民族民间音乐舞蹈集成的收集工作。至此，腾冲县

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舞蹈的恢复、

创作的序幕。基层文化工作者在调查中发现，腾冲

地区傣族民众的传统歌舞中断后，仅有部分村寨民

族传统精英保留着个体性特征较强的棍术、象脚鼓

仪式，且这些行为多在节日中进行，全寨性的日常

表演较少。县文化馆便派辅导人员去德宏地区学

习，回来后到腾冲荷花坝派、永乐、羡多、五合铜

家庄、宛岭等傣族村寨进行辅导，以一种自上而下

的行为，传承少数民族村寨歌舞乐，为之后各村寨

参加各级文艺调研、文化交流活动奠定了基础。

散居于以汉文化为主体文化的腾冲阿昌族、佤

族、白族等少数民族，也同样经历了自上而下的歌

舞乐传承过程，政府的干预力量借由基层文艺工作

人员来完成，再通过定期举办的全市村寨文艺调研

进一步得到巩固与发展。

与此同时，作为腾冲地区人口较多、歌舞乐依

然保留活态传承的傈僳族艺术资源被政府进一步利

用，政府、民族精英 （香通、歌舞乐传承人）、民

众共谋，在村寨歌舞乐自发性展演的基础上加大了

对外推广的力度。如傈僳族传统歌舞乐在中国第三

届艺术节进行了展演，后受邀赴海南、沈阳、西安

进行了文化交流。编创作品 《高山彩云》在第四

届滇西艺术节开幕式文艺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４０年来，政府的干预力量由主导逐渐退隐，
民族精英、民众成为了村寨歌舞乐发展的主导力

量。从最初的外界干预变为本民族的自我诠释，标

志着民族文化自觉的形成与提升。社会变迁造就了

一批逐步成熟的现代民族精英，他们的身上集合了

传统承袭与现代认知，在现代化进程中拥有了更多

的知识话语权与操作权。他们成为现代文化与传统

文化交融的重要一环，在不悖民众对民族传统文化

认同的基础上 “适应需求”，“无意识”或 “有目

的”地对村寨歌舞乐进行加工、诠释，重构各种

民族文化事项，提升民族自我认知与文化自觉。

文化传播下出现的歌舞乐资源的借用、吸纳，

成为行动者们意图明确的快捷手段。民族精英的个

人能动性投射到了具体行动当中，打破其行动惯

性，产生不同后果，表现出了个人因素的偶然性。

但是，这种偶然性的实施是建立在民众集体性需求

的基础之上，民众的肯定与推崇才是村寨民族歌舞

乐发展的根本。

（下转第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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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韩语新词语占比颇高。

２０１５年汉、韩新词语都受到国家政策、重大
事件等因素的影响，汉、韩新词语在社会语言学

上的异同主要是由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国家政

策、社会状况等社会文化背景所致。但社会语境

对词汇的影响只是新词语发展的外部原因，新词

语发展变化还受语言本身特点影响。如语言发展

具有渐变性，因此新词语的产生不能脱离原有词

素，否则难以被人们快速理解和接受。同时，新

词的产生和认知也反映了每个国家和民族特有的

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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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随着民族文化自觉的提升，在民族文化事项的

传承、变革中，本民族的主观能动性逐渐凸显，传

统民族精英逐渐发展为身份多重的现代民族精英，

能够更好地黏合多方力量，最终达成既定的目标。

基于此，仪式艺术、日常艺术及展演艺术之间都会

因为个体行为发生重合、借用的现象，不断扩大村

寨民族歌舞乐的内涵与外延。

当下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特征集中表现为内容

或结构变化的加速，以及参与其间的各方力量互动

关系的变化。村寨少数民族歌舞乐行为涵盖着民族

的情绪、感情以及经验意义，从最初的 “仪式艺

术” “日常表演”到与外界产生更为密切的各种

“艺术展演”，它们都是诠释区域社会发展的 “文

本”，在最为直观的集体性背后是个体性的表达。

当然，“过去的意义取决于现实的需要。”［５］一个摆

在我们面前的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民众给予民族精

英行动的新的空间，除了语言、生活区域及方式之

外，一个普通的民众往往通过对本民族 “歌舞乐”

的掌握来实现民族身份认同，歌舞乐的 “被需要”

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被民众赋与更多的意义。而国

家、地方、民族精英共同作用的力量加快民族歌舞

乐文化的变迁，不仅满足了民众的心理诉求，推动

民族艺术资源的资本转化，也成为促进村寨提升文

化经济双重效益的一项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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